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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选择中国山东省 2 家大型建筑企业 250 人进行问卷 

调查，使用 SPSS 22.0 和 AMOS 21.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一个包含中介和多个调节

变量的跨层次模型，深入探讨了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

表明，安全型领导通过安全动机来影响安全绩效，安全动机在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中所起到

中介作用；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和对领导的信任这两个调节变量与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中 

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建筑企业改善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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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leadership, 250 people from two larg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SPSS 22.0 and 

AMOS 21.0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and a cross-level model, including 

intermediaries and multiple regulatory variables, was established. The impact of safety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safety performance was discussed in depth, thus influencing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fety leadership influenced safety performance throu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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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which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erceived safety climate and trust in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ies of safety leadership and safety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d 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Keywords: Safety Leadership, Safety Performance, Safety Motivation, Safety Climate, Trust in 

Leadership 

 

引言 

中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建筑行业规模巨大、增速快，对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第二、安全管理对象繁杂， 

管理方式粗放、落后，制约了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建筑行业存在着多级管理和交叉作

业带来的利益主体复杂和多头管理问题，安全管理难以落实 (Arquillos, Romero, & Gibb, 2012), 

建筑业利润率微薄，存在压缩安全投入提高利润的现象。第三，安全生产主体安全生产和管理

意识不足，态度被动消极，存在着安全型领导不足、安全氛围单薄、安全绩效不明确和 

安全动机缺乏的问题，对安全生产管理带来了消极影响 (Li & Zhang, 2012)。 

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领导力在安全生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Tam, Zeng, & Deng， 

2004；Zohar, 2002), 并将安全型领导作为安全管理的有效提升手段。安全型领导的研究始于上

世纪 90 年代，侧重于对高级管理者个体层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组织情境因素和个

体要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其作用机制。由于在组织管理中，领导是对员工工作心

理和行为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之一 (Huang & Bond, 2012), 且安全型领导是以实现组织安全目标

为核心理念的领导风格。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验证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 

促进作用并探索其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文献综述 

过往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领导力在安全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如领导-成员交换 (LMX) 

(Hoffman & Mehra, 1999；Kath, Marks, & Ranney, 2010)、授权型领导 (Hechanova-Alampay & 

Beehr, 2001; Martínez-Córcoles, Schöbel, Gracia, Tomás, & Peiró, 2012)、变革型领导 (Conchie, 

2013; Zohar, 2002) 和交易型领导 (Barling, Loughlin, & Kelloway, 2002) 等。随着领导力在安全 

领域的受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安全领导力开始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领导力能够激发员工更为努力地、有效地和负责地实现安全绩效 (O’Dea & Flin, 

2001)。Wu, Chen, 和 Li (2008) 将安全领导力定义为 “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交互过程，领导在交互

过程中对员工施加影响以在组织和个人情景因素之下达成组织安全目标”；Cooper (2010) 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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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领导力定义为 “定义期望状态、组建团队以获得成功和参与自发的努力的驱动安全价值观的

过程”。Lu 和 Yang (2010) 将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相结合，提出从领导安全动机、安全政策

和安全关怀 3 个维度来测量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所中的安全型领导。安全动机指领导者建立鼓励

员工安全行为的动机体系，包括奖励、赞赏员工安全行为、设立安全激励系统、报告潜在的事

故和安全建议，并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相关的决策；安全政策指领导者为员工制定明确的 

使命、责任和目标以设立员工行为规范，并设立纠正安全行为的安全系统；安全关怀指领导作

为安全行为的榜样，强调安全设施的重要性、实行安全政策的重要性和安全保障的提高，协调

其他部门共同解决安全问题 (Lu & Yang, 2010)。Clark (2013) 将变革型领导和积极型交易型领

导归纳为安全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O’dea 和 Flin (2001) 认为安全领导可以用四个维度来 

表征，即能见度、关系、员工参与和授权以及积极主动,强调通过四维度交互效应能够使得管理

者在企业中创造安全工作环境。 

中国的安全领导力的实证研究始于 2012 年。Zhou 和 Bi (2012) 基于重庆市建筑企业样本， 

验证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Xu (2015) 以北京建筑企业样本 

研究了安全领导力和安全绩效（安全行为）的关系，Qin (2014) 以中石油下属探勘企业为被试 

也同样探究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的关系，Li, Liu, 和 Dong, (2019) 在煤炭行业的 

研究中引入领导特质因素（调节焦点倾向）进一步探讨了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之间 

的关系。 

总体来看，中国国内安全领导力研究基本延续着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安全绩效的研究 

思路，在不同的行业进行论证和调研，忽略了组织情境下个体因素，并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和 

创新，理论局限性明显，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不足。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安全领导力视 

为自变量，安全绩效（安全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并在其中引入安全动机作为中介机制，对领导 

信任和安全氛围作为调节变量，综合安全管理的利益相关方领导和员工交互的视角，能够为中国 

国内安全管理贡献出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理论与假设 

理论基础：领导社会认同模型 

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 (Hogg, 2001) 发展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领导力的社会认同来源

为领导的原型代表性，原型代表性决定领导的有效性，领导的原型代表性越高，团队成员对 

领导的关系认同越高 (Sluss, Ployhart, Cobb, & Ashford, 2012)。领导原型代表性指的是团队

领导自身属性与团队原型之间的匹配度 (van Knippenberg & van Knippenberg, 2005; van 

Knipenberg & Hogg, 2003)。原型，能够体现出某一团队成员与其他团队成员在行为、态度、 



4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2, 2021 

信仰等方面的各种差异，是一种个体对所在团队的认知表征 (Hogg, 2001)。个体越认同所

属团队，就越能够将个体建立在团队原型特征之上，进而更加遵从团队原型特征 (Zhao & Li,  

2016)。领导的原型特征越强，即与团队原型特征匹配度越高，团队成员越有可能将其视为 

团队的达标，并对其信任度越高 (Wang, Wang, Qiu, Lu, Hou, & Zhang, 2012; 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 

此外，领导者能通过定义团队的目标和规范的方式，积极塑造、修正和重构群体/团队

原型，从而提高自身原型代表性，增加团队成员对自身的认同，通过社会认同发挥对群体/

团队成员的影响力。领导可以通过影响下属的社会认同，提高自身原型代表性，对下属产生 

影响达成领导和团队目标。领导是团队成员之一，领导者与下属基于共同的群体/团队身份

而相互影响 (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领导在团队中处于较高地位，团队成员对其

行为拥有较高的认同感 (Herdman, Yang, & Arthur, 2014)，需要借助团队和下属来实现领导

和组织的目标 (Turner, 2005)。团队成员一旦认同领导和团队，就会对领导和团队目标有更 

高的承诺并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 (Martin, Epitropaki, Thomas, & Topaka, 2010)。 

安全型领导与安全绩效 

现有研究中，一般将安全绩效视为安全行为，安全绩效包括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

维度 (Neal, Griffin, & Hart, 2000; Lu & Yang, 2010; Clarke, 2013)：安全遵守涉及员工遵守规

则、规章和安全程序，一般认为安全遵守是员工的工作角色的组成部分；而安全参与指的

是员工更为积极主动的自主参与安全工作，涉及一些员工正式角色外行为 (Griffin & Neal, 

2006)。根据领导社会认同模型，安全型领导能够将安全政策、安全动机和安全关怀三个维

度塑造为团队原型的组成部分，并提高领导原型代表性，促进团队成员更加认同和遵从团

队原型。团队成员一旦认同安全型领导成为领导原型的组成部分，会对安全型领导所希望 

的安全目标做出承诺并表现出更高的安全绩效。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1：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安全型领导和安全动机 

安全动机是指员工以安全的方式执行工作的意愿,表现出安全行为的动力 (Griffin & 

Neal, 2006)。领导社会认同模型认为，员工对领导原型认可度越高，个体对领导的关系认同

程度越高，则会产生更强的达成高绩效的意愿，可见其自主动机会更强。安全型领导具有

如下特征：通过奖励和表扬等激励方式刺激员工采取安全行为、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管理； 

通过领导个性化关怀能够加强员工与领导之间的关系紧密度；安全政策旨在通过外部规范

引导员工将外部政策和价值观内化为自主价值观和规范，从而提高员工在安全管理和生产

中的自主性。由此，安全型领导通过回报和激励员工的成就、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管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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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正向影响员工的安全动机，员工趋向于内化所感知到的安全型领导所展现出的安全

政策、安全关怀和安全动机，提高员工的安全动机。因此，提出假设： 

H2： 安全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安全动机。 

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 

Campbell, Sneller, 和 Khoury (1993) 把“知识、技能和动机”确定为绩效的决定因素。 

自主动机性越强的员工，越认同工作价值的重要性，工作与其自我整合的程度越高，因而

在工作中的表现会更好 (Rigby & Ryan, 2018)。安全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自主安全动机能

促进员工的安全绩效行为 (Jiang & Tetrick, 2016), 即非主动性的受控动机也与安全绩效有着

低水平的正相关 (Conchie, 2013)。安全动机高的员工更能够体会到安全工作的意义，从而 

采取更多的安全绩效 (Jiang, Zhang, & Li, 2019)。因此，提出假设： 

H3：安全动机正向影响员工的安全行为。 

安全动机的中介作用 

基于安全型领导和安全绩效的分析可知，安全型领导对员工的安全绩效可能会产生

正向影响；同时，基于上述安全型领导与安全动机，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的分析，安全

动机在安全领导力和安全绩效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根据领导社会认同模型，当团队成

员对领导原型认同高，且领导为安全型领导风格时，员工通过内化或整合安全政策、安全

动机和安全关怀后能够提高主动性安全动机，并投入更多的生理、情绪和心理认知资源促 

使个体进行更多的安全行为, 获得更高的安全绩效。因此，提出假设： 

H4：安全动机在安全领导和安全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对领导信任的调节作用 

领导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是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Haslam, Reicher, &  

Platow, 2011)。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 (1998) 将“对领导信任”定义为员工对领导

对自己采取有关的行为或态度有着好的预期、并且不惮于为此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基于领 

导力社会认同模型，安全型领导能够通过安全政策、安全动机和安全关怀将实现组织安全作 

为团队原型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原型代表性；当员工对领导信任程度越高时， 

安全型领导对其安全动机会产生更强的激励作用和示范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5：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型领导和员工安全动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安全氛围的调节作用 

Zohar (2002) 将安全氛围明确为个体对安全政策、程序、操作等的看法。Zohar 和 

Luria (2005) 进一步认为安全氛围就是个体安全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员工个体感知并认同组

织内部的氛围环境，会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该过程同样会影响员工个体的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安全动机 (Farh, Hackett, & Liang, 2007; Morri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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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ão & Greiner (2017) 通过元分析验证了安全氛围能够提高安全动机，并减少事故发生和

伤亡产生的几率。基于领导力社会认同模型，当安全氛围成为团队原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安全氛围通过个体基于对团队原型的社会认同发挥对群体/团队成员的影响力。当员工认同

所在团队和领导时，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会促使员工产生贡献团队和组织的责任感， 

会对员工的态度产生影响，调节安全型领导对员工安全动机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6：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在安全型领导和员工安全动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1.  假设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针对自变量安全型领导、中介变量安全动机、调节变量安全氛 

围和对领导的信任与因变量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假设模型。 

 

图 1 假设模型图 

 

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山东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某建筑招投标服务企业。问卷调研得

到企业支持和配合，由两名博士生现场发放和回收纸质问卷的方式进行。采用领导和下属员工

匹配分组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数据收集分为两轮，时间间隔为 4 周，第一轮由员工评价团队领

导的安全型领导、团队的安全氛围以及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发放 25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40 份；第二轮由员工评价对领导的信任、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发放

24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34 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 93.60%。样本中男性占比大于女性， 

为 62.50%；年龄均值为 31.16 岁，标准差 5.99，年龄分段数值为：25 岁以下，25-29 岁，30-39

岁，40-49 岁，50 岁以上，所占比例分别为 9.50%，36.40%，45.90%，6.50%，1.70%；受教育程度均

值为 2.23，标准差为 0.60，受教育程度分段情况为：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或本科、硕士或博士研 

究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9.20%、58.30% 和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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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取了 Lu & Yang (2010) 年编制的安全型领导量表，共有 16 个题项来测量安全型

领导的三个维度：安全动机、安全政策和安全关怀，Cronbach’s α 值为 0.98。安全绩效选 

取了 Neal & Griffin (2006) 开发的两维度 6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3。安全动机选取了

Neal & Griffin (2006) 编制的单维度 3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8。对领导的信任采用

McAllister (1995) 开发的 8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为 0.95。安全氛围选用了 Neal & Griffin 

(2006) 编制的 3 题项量表，Cronbach’s α 值为 0.94。量表均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本研究采用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学变量。性别为 “男” 和 “女”；年龄为设计了 “25 岁以下”、“25-

29 岁”、“30-39 岁”、“40-49 岁” 和 “50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分为 “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或本

科” 和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数据结果 

变量效度检验 

1.  包含安全氛围的变量效度检验 

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 df 小于5，TLI 值略小于0.9, NFI、GFI、 

IFI、CFI 值都在0.9 以上，RMSEA 值小于 0.08，各拟合指标基本均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之间有足够的区分性。 

 

表 1 包含安全氛围的变量效度检验汇总表 

模型 因子 / 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四因子) A, B, C, D 2.65 0.96 0.97 0.89 0.96 0.08 

模型 2 (三因子) A+B, C, D 9.29 0.85 0.86 0.78 0.86 0.19 

模型 3 (二因子) A+B+ C, D 7.00 0.71 0.72 0.58 0.72 0.26 

模型 4 (单因子) A+B+C+D 5.61 0.55 0.56 0.36 0.55 0.32 

各指标标准值  ＜5 ＞0.9 ＞0.9 ＞0.9 ＞0.9 ＜0.08 

注：A, B, C, D 分别代表安全领导力、安全氛围、安全动机、安全绩效；“+” 代表前后两个因子合并；N = 234。 

 

2.  包含对领导的信任的变量效度检验 

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发现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 df 小于 5、NFI、TLI、GFI、 IFI、 

CFI 值都在 0.9 以上，RMSEA 值略大于 0.08，各拟合指标基本均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之间有足够的区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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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包含对领导的信任的变量效度检验汇总表 

模型 因子 / 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四因子) A, B, C, D 3.60 0.91 0.93 0.91 0.93 0.10 

模型 2 (三因子) A+B, C, D 9.79 0.75 0.77 0.69 0.76 0.19 

模型 3 (二因子) A+B+ C, D 13.17 0.65 0.67 0.57 0.67 0.23 

模型 4 (单因子) A+B+C+D 16.81 0.55 0.57 0.44 0.56 0.26 

各指标标准值  ＜5 ＞0.9 ＞0.9 ＞0.9 ＞0.9 ＜0.08 

 

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1.  变量相关分析 

将本研究借助 SPSS 22.0 软件，计算各变量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均值和标准差，对变量

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如表 4 所示，安全领导力和安全动机、安全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26,  

p<0.01; r = 0.43，p<0.01)，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与安全动机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28,               

p<0.01； r = 0.28, p<0.01)，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r = 0.44, p<0.01；r = 0.49, p<0.01；r = 0.28, p<0.01)。 

 

表 3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1        

2. 年龄 -0.10 1       

3. 受教育程度 0.10 -0.01 1      

4. 安全领导力 -0.19** 0.04 -0.12 1     

5. 安全氛围 -0.15* -0.02 -0.16* 0.74** 1    

6. 对领导的信任 -0.24** -0.09 0.00 0.65** 0.43** 1   

7. 安全动机 -0.09 0.03 0.03 0.26** 0.28** 0.28** 1  

8. 安全绩效 -0.06 0.10 -0.12 0.43** 0.44** 0.49** 0.28** 1 

平均值 (M) 31.16 0.38 2.23 4.99 5.08 4.94 5.10 4.60 

标准差 (S.D.) 5.99 0.49 0.60 0.86 0.80 0 0.75 0.63 

注：N = 234; ***、**、*分别表示 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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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检验 

 

表 4 安全领导力、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关系检验 

变量 
安全绩效 

M1 M2 M3 

常量 4.94*** 2.94*** 2.29***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1 0.01 

性别 0.12 0.12 0.12 

受教育程度 -0.11 -0.06 -0.07 

自变量    

安全领导力  0.32*** 0.29*** 

中介变量    

安全动机   0.16** 

F  1.64 13.55*** 13.11*** 

2R  0.02 0.20*** 0.23*** 

2R  0.02 0.18*** 0.05*** 

注：N = 234；***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如表 4 所示，M2 检验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存在显著影

响 (β = 0.32，P<0.001)，故假设 H1 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成立。如表 5 中 M4  

所示，安全领导力对安全动机存在显著影响 (β = 0.21，P<0.01)，假设 H2 成立。 

M3 检验安全动机的中介作用，β = 0.16，P<0.001 表明安全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当将安全动机作为中介变量放入模型后，安全领导力对安全绩效的影响依然 

显著，但系数水平下降，表明安全动机部分中介了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3 成立。 

 

表 5 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变量 
安全动机 

M4 M5 M6 M7 M8 

常量 4.09*** 3.69 3.35 3.73*** 2.93***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性别 0.01 0.02 0.01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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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安全氛围、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继续） 

变量 
安全动机 

M4 M5 M6 M7 M8 

受教育程度 0.07 0.09 0.10 0.05 0.05 

自变量      

安全领导力 0.21** 0.07 0.08 0.10 0.15† 

调节变量      

安全氛围  0.21* 0.24*   

对领导的信任    0.17* 0.26** 

交互项      

Z 安全领导力*Z 安全氛围   0.09*   

Z 安全领导力*Z 对领导的信任     0.13** 

F  3.62** 4.04** 4.10** 3.97** 5.41*** 

2R  0.06** 0.08** 0.10** 0.08** 0.13*** 

2R  0.05** 0.02** 0.02** 0.02** 0.05*** 

注：N = 234；***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如表 5 所示，M6 检验安全氛围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β = 0.09， 

P<0.05 表明安全氛围在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呈正向调节作用；M8 检验对领导的信任在

安全领导力与安全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β = 0.13，P<0.01 表明对领导的信任在安全领导力与 

安全动机之间呈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 和 H5 成立。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安全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正向影响机制。在现有文献和领导力社

会认同模型的基础上，考察安全领导力与安全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将安全动机作为中介

变量；此外，员工感知到的安全氛围和对领导的信任，均对安全型领导通过安全动机影响

安全绩效的间接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中国组织情境因素对员工安全动机和

安全绩效的探讨，通过建立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跨层次模型，深入研究了上述变量之间

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1) 建筑行业企业应该紧密关注培育安全型领导的领导力，采取适

当的干预手段，如组织施工现场安全巡视、安全知识宣讲等，激发员工的安全动机和安全

行为，进而提升员工的安全绩效。(2) 企业应自省和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组织行为 

模式，完善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考评机制，实现安全型领导、员工安全动机和安全绩效之

间的协同效应；(3) 在企业文化氛围的培育中，构建 “以人为本” 的安全管理理念，时刻把 

“安全第一” 放在首位。注重企业安全氛围的形成，抑制侥幸心理和不安全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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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视员工的个体心理感受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定期开展工作座谈和培训，提高员工

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提高员工对领导的信任。 

本论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 本文使用了西方学者所开发的量表，虽然通过信度和

效度检验，但因研究对象不同，可能在中国情境下存在差异。未来研究有必要根据中国特

殊管理实践和情景，完善和开发适合中国情境的量表；(2) 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本研

究中的不足，如考虑更多的组织或团队层面的变量；(3)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进行更多 

实践上的探讨，建立全面可行理论体系为企业安全领导力的发展和安全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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